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 
的中央集體領導
—紀念張聞天同志誕辰100周年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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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此後幾年即主
持中央日常工作，對黨實現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做
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長期以來，他在這個時期所起的作用卻遭到埋沒
和抹殺，至今還沒有完全改正過來。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誕
辰，特撰此文作點辨析，以期引起討論和求得專家們的指正。

問題的提起

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後來
通常說成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寫進
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 從此成為歷史定論。一切黨史著作
和許多老同志的回憶錄，都嚴格遵守了這一口徑。十一屆六中全會
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
申。2 長期以來，使這個問題不只是在學術界，就是在群眾中也已成
為一種常識。但是只要詳加考察，就會看出原來這一論斷並不確切，
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並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黨史研究
在擺脫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束縛上有很大進步，對不少問題進行了撥
亂反正，恢復或接近了歷史本來面目。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中一個關
鍵性人物張聞天，過去長期受到壓制和埋沒，二十年來也得到一定研
究，並獲得顯著成就。特別是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在1935-1938(年

* 本章原發表於《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1 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3

第一章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

譜）》3 的出版，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翔實可靠的材料，對弄清遵義
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很有幫助。但是由於以上兩個中央決議的約束和
長期以來正統說法的影響，對於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許多研究仍
然是只重複原有結論，即籠統肯定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
而不提論據，不加分析，似乎這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用不着再作分
析和論證了。

但是由於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發現，原來那種籠統提法就
顯得很難自圓其說。例如至今的許多黨史和傳記著作，幾乎都是在敍
述了毛澤東當選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來的助手後，緊接着筆鋒
一轉，就得出結論說，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
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卻並不提成
為領導的表現和做出這一結論的根據。把另一個常委軍事指揮上的助
手說成全黨全軍的領導，實在有點牽強。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
果和比較客觀的著作，在這個問題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論述
黨的六屆領袖的書《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確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但
卻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張聞天既是組織上的最高
領導人，也在實際工作中起到『負總責』的作用」；4另一方面前面用
的標題卻是「一個矛盾的歷史現象—名義領袖與實際領袖的分離」，
就不但讓兩個論斷相互打架，名義領袖之說還把張聞天置於掛名的總
書記向忠發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澤東在博古之後就已是實際領袖，那
就只是五屆，也談不上六屆了。還有新出版的《在總書記崗位上的
張聞天》，對張聞天在這段重要歷史時期的作用和貢獻，作了比較全
面和客觀的介紹，但也無法擺脫這個矛盾。在一共四頁書裏就有這樣

3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央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

4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共六任領袖新視面》，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第88–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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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前後矛盾的斷語：先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
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
緊接着談到項英會後的來電時又說，「這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
緩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更換問題卻還沒有解決。」等到博古
交出了文件挑子，於是得出結論：「從此，張聞天開始了作為在黨內
『負總的責任』的黨中央核心領導人的重要活動時期。」還補充說，
「張聞天當時的思想水平、理論水平、已經達到作為黨的總負責人的
要求。」5又如後面一節用了《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的標題，講的
內容卻是：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會議上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意
毛澤東作為成員之一的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的建議，以及會理會議
上毛澤東產生對張聞天的長期誤會等，就都顯得有點文不對題。至於
隨後說的，「在危難的時候，張聞天總是樂觀地對人們說：我們的黨
經過艱苦曲折的過程，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領導人，有了毛澤東同志的
領導，我們不但能戰勝長征路上的危難，而且能夠克服今後革命路上
的種種困難。」6 這些話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像或延安整風後才有的提
法，當時大約是不可能發生的。該書既然肯定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
東的領導，那還談什麼張聞天「負總責」和「在總書記崗位上」。博古
的總書記本來是完全有職有權的，遵義會議對這個崗位的權限也沒有
做出特別決定，甚至連暗示都沒有，為什麼張聞天一接手就變成了掛
名的虛位？

應該說，上面提到的這兩本書還是近年來所看到的對張聞天寫
得比較客觀、公正、也許更接近實際一些的。它們尚且如此，其他一
些相差甚遠的書就不用說了。看來，堅守長期以來的這個固定論斷，
既成了陷於矛盾而無法解決的死結，大概也是難以通過的關口，就是
說：都得這樣寫。

5 李濤：《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5頁。

6 李濤：《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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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關於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還應該進一步展開討
論，解決各種疑難，恢復歷史真相。其實，現在資料已相當豐富，研
究成果也出了很多，問題並不難解決。關鍵只在於要不要繼續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對待已有的結論(包括各種決議、權威言論以至
當事人的反省和各種回憶)，是採取「兩個凡是」的態度呢，還是要
「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如果只能以中央決議和當事人的反省
或回憶為準，那1959年廬山會議的案子永遠也翻不成，更不用說「文
化大革命」了，黨提出的思想路線也成了一紙空文，實事求是只不過
是並不兌現的口頭禪。

實際上，根據現有材料，大概已經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遵義會
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
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
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
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
上。會上，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
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是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
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在新領導集體中為首和成為核心。
如果會議情況確實像後來人們所說的那樣，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
導，那為什麼不推舉他接任總書記，反而推舉張聞天呢？有一種說法
也值得懷疑，即：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
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7 如
果屬實，那會議起碼也會推舉毛澤東代替周恩來任軍委書記，而不是
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軍事小組時也會以他為組長，而不會是周恩
來。既然連國際顧問都可以讓其靠邊，總書記都可以更換，改變軍事
領導首長是更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會力辭。然而這
一切卻都並未出現，可見長期以來流傳的那些說法是多麼不可靠。

7 《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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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於理於法都
顯得缺乏根據，那改為「實際上」確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實事求是的
話，應該說「實際上」也並未確立。

下面就利用二十年來黨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現有的文獻和史料作
些辨析。

關於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沒有也不可能確立毛澤東對全體紅軍的領導，這是無可
爭議的。因為會後一個相當時期，紅軍都處於極端分散的狀態，無論
毛澤東還是黨中央都談不上對全國紅軍的領導。四方面軍在北上到達
陝北會師前就一直不服從指揮。二、六軍團有八個月反而受張國燾節
制。中央蘇區留守的紅軍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聯繫。長征到達哈達鋪，
中央才了解到陝北紅軍活動的情況。可見，說確立對全軍的領導本來
就是一句空話。

那麼能否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中央紅軍(一方面軍)的領
導呢？大概也不能這樣說。會議決定和常委分工都規定得很明確，就
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
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
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8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鑒於以前博
古(實為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和實行個人包辦的惡劣作風，會議強
調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所以會後幾乎每天都要開政治局或常委
的擴大會，討論作戰計劃和行軍路線，然後以軍事首長朱(德)周(恩

8 《遵義會議文獻》，第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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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命令行之。作為毛澤東自稱「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也必須
變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實現。毛澤東這時只能作為會議的一個參加者發
表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的意見也不見得大家都聽。例如擔任黨中央總
書記的張聞天，由於對當時的軍事指揮不大信任，遂提議並經政治
局會議討論決定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也是以中革軍委朱(德)周(恩
來)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
為前敵政治委員」，還明確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9

幾天後在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鴨溪會議上，竟然以少數服從多數的
原則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並撤消了他的政委職務。10毛澤東也只能連
夜去找周恩來，建議晚點下命令。當時那種軍事上的集體領導，現在
看來好像有點矯枉過正，但在沒有建立起軍事領導權威的情況下還
是需要的，否則毛澤東就很難發揮作用。所以半年後的沙窩政治局常
委會上，毛澤東還提議要發揮常委會作用，每週至少開會一次。11 說
明他並不嫌開會多。因為這時毛澤東的領導威信還不是後來人們所說
的那麼高。鴨溪會議上意見遭多數否決，以及會理會議前林彪寫信、
彭德懷發牢騷以及劉少奇與楊尚昆發電報等不信任毛澤東軍事指揮的
事件，都是證明。在個人權威還不足以保證自己主張得以實現的情況
下，一般都會強調集體領導，主張多開會；一旦成為權威，才往往容
易感到會多了麻煩。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看作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的證
據，也是不大可靠的。因為三人小組隸屬於中央軍委，不但職權同遵
義會議前的三人團不同，而且組長還是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毛澤東

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頁；〈長征史概述〉、〈第

一方面軍長征史〉，《長征大事典》(上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 《張聞天在1935–1938 (年譜)》，第9、24頁。

11 《張聞天在1935–1938 (年譜)》，第9、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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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組員之一。12 在一、四方面軍會合的兩河口會議上，代表軍委作
報告和結論的就是周恩來。13 沙窩會議決定恢復一方面軍，還是任命
周恩來為司令員兼政委。14 所以正如有的黨史研究者所講，從黎平會
議到毛爾蓋(沙窩)會議這8個月期間，「不管是從職位上看，還是從實
際作用上看，周恩來都是全軍的最高統帥」（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

年第1期第63頁)。毛澤東開始走上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在最
後一次沙窩會議上，因周恩來生病，張聞天提議常委分工由毛澤東負
責軍事以後，特別是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毛澤東
出任政委以後。張聞天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15 中也說，「出了草地
以後，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
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
實際上，直到長征結束中央抵達陝北，在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又是
張聞天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
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這才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對一
方面軍(還有十五軍團)的領導。但由於張國燾鬧獨立，尚未同二、四
方面軍會合，有些紅軍又失掉聯繫，所以還遠談不上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過了將近兩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陝北，中革軍委進行
了改組，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這時雖然實際
上已經實現了統一指揮，但領導關係在公眾印象中還不夠明確，有些
責任還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軍的完全失敗，責任在中央軍委
還是張國燾，就長期說法不一。明確和穩定地確立起毛澤東對全軍的
領導，還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洛川會議上。從此，毛澤東無論名義

12 《周恩來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頁。

13 《周恩來傳》(一)，第354–356、359頁。

14 《周恩來傳》(一)，第354–356、359頁。

15 此乃原件標題，日期署為1943年12月16日；1986年《遵義會議文獻》摘錄發表時改稱

《延安整風筆記》，此後即被通稱為《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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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還是實際上，都是中央軍委主席和軍隊的最高統帥，直到四十年後
去世。但還不能說洛川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這又是一年
多以後的事了。

關於對全黨的領導

為什麼不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呢？下面就試
舉八條論據進行討論。

會議推舉出的總書記
16
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代替博古，出任總書記，是因為當時並
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毛澤東由於創建紅軍和蘇區，所以名氣很大，與
朱德並列，以「朱毛」著稱，國內外以至蘇區軍民多把他看作紅軍和
共產黨的領袖，知道向忠發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的反倒很
少。這也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重視毛澤東，使「左」傾中央對他不能為
所欲為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他在黨內的地位卻一直不高，六屆四中全
會後還受到「左」傾中央的壓制和排擠，五中全會上才從政治局候補
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地位仍在會議選出的中央書記(即政治局常委)博

16 關於總書記問題擬另外討論。這裏先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第一，張聞天遵義會議

後任總書記恐無問題，因為包括毛澤東在內許多中央領導人和老同志一直都是這樣稱

呼，張自己在《反省筆記》中也多次提到出讓總書記的問題，連劉英1937年去蘇聯治

病也是用總書記夫人身份；第二，張任總書記是遵義會議上大家的推舉，因他一再謙

辭，才拖延到後來行軍路上交接，這與會後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助手

不同；第三，六屆五中全會設書記處當是事實，因為會後不久就不斷以書記處名義發

指示和向國際報告，長征中和到陝北後仍然如此。因此，陳雲多年後說遵義會議以前

和以後中央都沒設書記處或常委顯然是記憶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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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沒什麼實權。毫無疑問，當時反
對「左」傾中央和「左」傾軍事路線的靈魂是毛澤東。但是他在中央勢
孤力單，掀不起一場有望解決問題的鬥爭，只能長時間保持沉默。所
以張聞天、王稼祥從「左」傾中央分化出來極為重要。但就是在這種
情況下，毛澤東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來，只能推舉在中央位居
第二的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代表正確路線方面作「反報告」。這也使
會議推舉張聞天起草決議並取代博古出任總書記，成為順理成章和很
自然的事。

遵義會議沒有推舉毛澤東出任總書記，有的說是出於毛澤東的
謙辭。這自然是沒有根據的推測。因為毛澤東自己就常說，「我是不
讓權的」，「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他還有一句著名的話，就是：
「什麼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17 何況當時的
情況完全不同於六屆六中全會他已實際上成為全黨全軍領袖以後，革
命又處於危機關頭，謙讓就是推卸責任。例如會後張聞天提議讓他出
任前敵總指揮，毛澤東就沒有推辭。還有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
先讓張聞天「過渡」一下，是為了好向國際交代。這也是實在說不過
去的。遵義會議既然敢於把國際派來的顧問和國際批准並一直承認的
總書記拉下馬，為什麼對民主選舉替代的人就這麼多顧慮呢？而且此
說至今並無任何足可證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憶錄都沒提到
當時的什麼人曾有此考慮。相反地，中央領導人倒是知道過去國際是
支持毛澤東而不支持張聞天的。例如六屆五中全會選張聞天為書記之
一，國際回電就不同意，後經博古去電解釋才予批准。18 而「左」傾
中央會前還計劃取消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國際不但不准，還力
主把他選為正式委員。對於去掉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換成張聞

17 轉引自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92頁。

1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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